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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动态差异解释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彦彦
1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本文首先从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力和环境竞争能力四个方面建立产业升级评价

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熵值法测度 1997-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的产业升级指数;最后运用障碍度模型,测度影响我国产

业升级地区差异的单项指标和排名前两位的分类指标。测度结果表明:1997-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水平呈现稳步上升

的态势,但地区间产业升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是我国各省份产业升级存在动态差异

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可在适当放松信贷管制的基础上,给予产业投资优惠政策和创新研发补贴,以改善产业的投

入产出和创新产出能力,提高地区产业升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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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人口红利”消减、“用工荒”、“技工荒”、生产成

本上升、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凸显，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考虑到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上涨等

因素的制约，我国产业发展面临中低端产业向更具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中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以及实体经济

仍缺少高质量人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困境。因此通过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以及现代金融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可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养若干世界级的制造业集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成

为工业大国，但大而不强，在其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以廉价劳动力消耗、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目前，我国产业发展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对产业本身来说，是产业由大变强的过程;我国产业发展过程要

更多的注重“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增长速度到增长质量，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以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1]。我国是一个大国，由于发展初期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

差距，这也导致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探讨我国地区间产业升级存在何种差异?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国内外学者有关产业升级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外学者大多从微观视角定义产业升级，他们认为产业升级是企业提高

获利能力的过程[2];包含产业间、要素间、需求、功能和链接五种产业升级类型[3];是工艺、产品、功能、跨产业四种产业升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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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4];是企业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5];是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6];是遵循产品空

间理论的产业升级演化过程[7]。而国内学者多从中宏观角度定义产业升级，他们认为产业升级路径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调整[8]-[10];

产业链升级
[11]-[13]

;产业集群升级
[14]-[16]

。 

目前已有文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产业升级，李邃等(2010)以第三产业占比、单位产值能耗、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和现

代服务业占比四个指标测度产业结构升级指标[17];有的学者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方面着手测度区域产业升级

能力[18];李子伦(2014)以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综合测度产业结构升级[19];刘希章等(2017)从三次产业结

构、技术进步和环境能耗三个方面测度产业升级综合指数[20];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一般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升级，可从先进制造

业发展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和产业结构服务化四个维度测度产业结构升级水平[21]。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产业升级其本质就是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包括微观层面企业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中观层面产业中

产品平均附加值的提高以及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无论何种层面的产业升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生产效率

的改善，即投入产出能力;二是，技术创新，即创新产出能力;三是，生产要素的改进，即就业创造能力;四是，环境竞争力。已

有文献虽从不同维度测度产业升级指数，但通过构建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地区产业升级差异的文献不多。考虑到产业升

级不仅仅表现为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更加应该体现生产效率改善、技术进步、生产要素改进、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动态变

化过程。本文将根据产业升级的具体表现，从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能力和环境竞争力四个方面构造可综合

测度产业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更为详细的阐释我国地区产业升级的动态差异。 

二、区域产业升级动态差异:产业升级指数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基于 1997-2017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括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力和环

境竞争力四方面的产业升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深入分析我国区域产业升级的动态差异，以期为不同地区政府制定适合本地区

产业升级发展的相关产业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具体评价路线如图 1。 

 

图 1评价路线 

(一)区域产业升级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研究区域产业升级动态差异的综合指标体系，具体包括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能力和环境竞争力 4

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指标及其数据来源如表 1所示。 

本文选取的 4个一级指标与 13个二级指标具体如下: 

1．投入产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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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升级的定义来看，产业升级包括生产效率改善带来的产品附加值的增加，而生产率的改善与区域投入产出能力密切

相关，因此本文选取代表投入变量的人均固定资产和平均工资，以及可测度劳动生产率的人均主营业务收入和销售利润率来测

度地区产出能力。 

2．创新产出能力。 

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创新，创新产出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丁一兵

等(2014)同样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活动，而作为技术创新载体的行业，可通过提高其研发水平影响行业要素

生产率及其要素再配置，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22]。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择研发投入强度、R&D人员全时当量、万人专利申请

比数和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比重 4个指标测度区域创新产出能力。 

3．就业创造能力。 

刘大勇等(2012)认为我国产业适应系数低的原因在于产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不匹配[23]。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产业结

构、产品结构以及产业生产方式等方面的转变，会产生结构性失业问题。我国要实现产业升级，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移，会

增加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倒逼劳动力就业人员素质提升，进而提高劳动力结构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匹配度，薛继亮(2017)研究

发现高存量人力资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24]。基于此，本文选择以下变量衡量就业创造能力:就业规模，采用各省份年末就业人

员来衡量就业规模;就业结构，我们借鉴唐东波(2012)[25]的测度方法，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从业

人员的比重测度就业结构，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大部分年份各省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数多以抽样获得，本文通过其抽样比

率倒推全样本下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数;第三产业占比，具体测度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由于个别省份缺失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数与总就业人数，我们借鉴韦倩等(2014)
[26]

的做法，首先采用就业人数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因变量，以总人口

作为解释变量，然后根据回归结果，推算缺失省份就业人数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4．环境竞争能力。 

除上述因素外，环境因素也是影响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升级带来的附加值的增加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改进，资本

与劳动力作为产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生产要素，不同的要素扭曲会通过改变要素市场环境进而影响地区产业升级，本文采用资

本市场扭曲和劳动市场扭曲来测度环境竞争能力。本文借鉴王宁等(2015)[27]的测度方法，首先将 C-D 函数对数化，估算出劳动

力和资本的弹性系数，此时求解劳动的边际产出 MPL和资本的边际产出 MPK;然后利用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各自的要素价格之

比，得出劳动和资本的价格扭曲。本文假定 C-D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即劳动力和资本弹性系数和为 1，此时将 C-D函数

等式两边同除 L，然后对数处理，可求资本弹性系数，利用系数和为 1，求解劳动力弹性系数，并计算资本和劳动边际产出;最

后计算劳动力和资本的扭曲程度，计算公式为:DistK=MPK/r 和 DistL=MPL/w。在该计算中，产出 Y 是 1997-2017 年我国 30 个省

份以 1997年为基期核算的实际 GDP;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 K，即 Kit=Kit-1(1-δ)+Iit/Pit，借鉴张军等(2004)[28]的核算方法，

以 1997 年为基期核算的资本存量，其中 Iit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Pit为投资价格指数，折旧率 δ=9.6%;资本价格 r 采用

1997-2017年 6个月至 1年期的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数代替，以职工平均工资衡量劳动力价格 w。根据资本和劳动力扭曲的

计算公式，计算得出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667，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 0.333。 

表 1产业升级指标体系及其数据来源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来源 

产业升级 投入产出能力 

人均固定资产 

中国统计年鉴 平均工资 

人均主营业务收入（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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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利润率 

创新产出能力 

研发投入强度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R&D人员全时当量 

万人专利申请比数 

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比重 

就业创造能力 

就业规模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 
就业结构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环境竞争能力 
资本市场扭曲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 劳动市场扭曲 

 

(二)测度产业升级指数 

指标权重是衡量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重要程度的量值，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种，

即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是利用专家调查法对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重要程度比较得分，然后根据其主

观选择的指标重要程度确定权重;客观赋权法主要是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数据所体现的信息来客观计算权重。本文选择

客观赋权法，即采用熵值法来测度指标权重，以消除主观人为因素对指标权重的影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假定需要评价 1997-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的产业升级情况，区域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 n个指标。由此可以形成由

m个样本组成，且包括 n个指标的评价系统的初始数据矩阵: 

 

其中 xij表示第 i个样本第 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 

2．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确定。 

第一步:由于评价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各指标其量纲、数量级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无法进行加减乘除计算，因此，为消除因评

价指标量纲不同而对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需对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包含的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xj为第 j项指标值，xmax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xmin为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x'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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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标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有利于产业升级，则选择前一个公式;若所用指标为负向指标，即该指标的数据值越

小越有利于产业升级，则选择后一个公式。 

第二步: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年份指标值的比重 yij，其计算公式为: 

 

根据该比重，可以建立比重矩阵 Y={yij}mxn。 

第三步:计算指标信息熵值 e和信息效用值 d。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的公式为: 

 

其中，K为常数，K=1
lnm。熵 ej与 1之间的差值，即 dj=1-e，该差值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最终权重大小，该指标的

信息效用值越大，表明评价体系中该项指标与其他指标相比，其重要程度也就越大，即该项指标的权重也越大。本文采用熵值

法来估算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其本质就是利用该指标数值所包含的全部信息的价值体系来计算，即指标的

价值体系越高，与评价体系中其他指标相比其重要性就越大，也就是说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中某项指标的权重越大，其对最

终综合指数评价的结果贡献也就越大。第 j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第四步:计算样本的评价值。本文主要采用加权求和的公式计算产业升级综合指数的评价值，具体公式为: 

 

其中 U 为产业升级综合指数的评价值，n 为指标个数，wj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U越大，表明该年份的产业升级效果越好，

最终比较所有的 U值，可以得出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产业升级的动态差异变化。 

根据熵值法计算步骤，对 1997-2017年 30个省份 13个指标进行整理，计算出产业升级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对应数值，

结果见表 2: 

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 

表 2产业升级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项权重 总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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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 

投入产出能力（B1） 

0.3910 

人均固定资产 C11 0.3069 0.1200 

平均工资 C12 0.2742 0.1072 

人均主营业务收入（劳动生产率）C13 0.3394 0.1327 

销售利润率 C14 0.0795 0.0311 

创新产出能力（B2） 

0.2784 

研发投入强度 C21 0.2159 0.0601 

R&D人员全时当量 C22 0.3376 0.0940 

万人专利申请比数 C23 0.3233 0.0900 

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比重 C24 0.1232 0.0343 

就业创造能力（B3） 

0.2243 

就业规模 C31 0.7124 0.1598 

就业结构 C32 0.1137 0.0255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C33 0.1739 0.0390 

环境竞争能力（B4） 

0.1063 

资本市场扭曲 C41 0.9868 0.1049 

劳动市场扭曲 C42 0.0132 0.0014 

 

通过对已有产业升级评价体系中各指标数据的计算和整理，可求解产业升级评价体系各指标的权重。根据准则层分类指标

权重值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在我国区域产业升级综合测度过程中有着相对重要的地位，环

境竞争能力分类指标的权重值虽然不及其他三项指标值高，但对产业升级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3．构建地区产业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数。 

上文中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并不能直观的反应出 1997-2017年我国 30各省份产业升级的动态差异。为进一步

详细阐释我国地区产业升级的动态差异，本文运用综合评价法计算得出 1997-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数，

并根据其计算结果，对各省份每年产业升级综合指数进行排序1。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如图2所示，总体来看，1997-2017

年我国产业升级基本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但产业升级综合指数的变动速度较为缓慢，1997-2002年表现为稳定的波动状态，2002

年以后我国产业升级呈现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的综合指数是 1997年的 1.2123倍，年均增长率为 0.9674%，

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加入 WTO 以后，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变大，这有利于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的引进，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技术以及先进管理经验等的引入有利于改善我国现有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生产率，进而实现

产业升级;由于我国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速度的提升，行业陷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使得我国

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因此我国要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需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

能力，借助自主创新的驱动力，实现产业升级。 

为进一步分析 1997-2017年各年份我国产业升级的变动，分别计算 1997-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的增长率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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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7-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的综合评价值 

 

图 3 1997-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的增长率 

由图 3可得，总的来看我国产业升级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从各年份产业升级增长率可以看出，1998年、1999年以及 2002

年我国产业升级略有下降，其原因在于我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虽能暂时通过技术引进，提高生产率，但由于跨国

公司进入本地市场会对本地市场形成冲击，导致外资企业垄断且对本地企业形成市场“挤出”效应，不利于技术引进效应的发

挥，进而不利于产业升级。各年份中，产业升级增长率最大的年份为 2011年，增长率为 2.7556%，其原因在于 2011年作为“十

二五”规划的开始年份，在“十一五”时期我国顺利完成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201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

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取得积极进展，这均为 2011年我国产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发展基础，加之“十一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并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

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升级。2011年以后我国产业升级增长率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 

1997-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为分析

1997-2017年我国不同区域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从区域层面分析我国东部、东北

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如表 3。 

表 3分地区产业升级指数 

地区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东部 1.5225 1.5079 1.5040 1.5171 1.5322 1.5014 1.5123 1.5304 1.5518 1.5794 1.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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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1.4610 1.4409 1.4274 1.4346 1.4567 1.4276 1.4327 1.4473 1.4620 1.4843 1.5162 

中部 1.4843 1.4649 1.4521 1.4567 1.4686 1.4443 1.4512 1.4655 1.4824 1.5063 1.5385 

西部 1.4551 1.4393 1.4301 1.4385 1.4491 1.4324 1.4403 1.4538 1.4681 1.4884 1.5142 

地区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东部 1.6387 1.6697 1.7035 1.7628 1.8043 1.8490 1.8586 1.8802 1.9244 1.9408  

东北 1.5314 1.5570 1.5879 1.6209 1.6560 1.6912 1.6864 1.6805 1.6855 1.6884  

中部 1.5555 1.5824 1.6139 1.6608 1.6894 1.7162 1.7261 1.7383 1.7645 1.7707  

西部 1.5271 1.5463 1.5722 1.6055 1.6326 1.6630 1.6687 1.6824 1.7037 1.7161  

 

由表 3可得 1997-2017年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指数最高，并结合 1999-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指数及其排名，可

知除 2012 年和 2013 年外，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指数最高的是北京市;2012 年和 2013 年间产业升级指数最高的为江苏

省;1997-2000 年产业升级指数排名第 2 的是广东，2001-2008 年上海产业升级指数超过广东成为全国第 2,2009-2013 年江苏省

产业升级指数由 4、5位上升到第 1 位，2013 年以后江苏省产业升级指数基本稳定在第 2 位;总体来看，1997-2017 年间我国 30

个省份产业升级指数排名前列的省份主要包括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 4 个省(市)。其原因在于，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 4

个省(市)份的地理条件优越，可为本地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加之 4个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

为地区自主创新提供较为丰富的高质量劳动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改善技术，进而实现本地区产业升级。东北地区，1997-2017

年辽宁省的产业升级指数最高，在东北地区排名第 1,1997-2003 年产业升级指数排名第 2 的为黑龙江，2004 年以后吉林省的产

业升级指数逐渐超过黑龙江，上升到第 2 的位置。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由于中部地区具有成本比较优势，西部地区在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中部地区也会相应的承接其外溢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促进本地产业升

级。1997-2002年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指数略有下降，2002年以后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指数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详细分析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能力和环境竞争能力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

响，详见表 4。 

表 4 1997-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指数构成 

年份 投入产出能力（％） 创新产出能力（％） 就业创造能力（％） 环境竞争能力（％） 

1997 35.90 28.30 23.23 12.57 

1998 36.47 28.16 23.44 11.93 

1999 36.96 28.40 23.60 11.03 

2000 37.25 28.52 23.53 10.70 

2001 36.87 29.39 23.34 10.41 

2002 37.42 28.97 23.81 9.81 

2003 37.70 28.88 23.77 9.64 

2004 37.91 28.71 23.67 9.71 

2005 38.23 28.51 23.53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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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38.43 28.24 23.29 10.04 

2007 38.65 27.88 22.93 10.54 

2008 39.16 27.83 22.81 10.21 

2009 39.11 27.75 22.60 10.54 

2010 39.70 27.43 22.32 10.55 

2011 40.32 27.13 21.76 10.80 

2012 40.77 27.02 21.40 10.80 

2013 41.24 26.87 21.10 10.80 

2014 41.04 26.86 21.11 10.99 

2015 41.27 26.96 21.01 10.76 

2016 41.54 26.99 20.73 10.75 

2017 42.27 26.98 19.98 10.76 

 

由表 4可以看出，1997-2017年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能力和环境竞争能力四个分类指标中，在我国产业

升级构成中，排名首位的为投入产出能力，其次为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能力排名第 3 位，排名末尾的为环境竞争力。基于

上述考虑，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产业升级贡献比较大的 2 个分类指标为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即生产率的提升和自

主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均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均表明技术改善在产业升级中占据非

常重要的地位。 

三、地区产业升级能力差距与因素影响分析 

(一)产业升级能力差距测算 

产业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数可反映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产业升级水平的动态变化，但是不能反映地区间产业升级能力差距的

动态变化。因此，构建可反映地区产业升级能力差距的指数，可以更直观的分析 1997-2017 年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差距的动态变

化。本文以产业升级能力指数最高的地区为参照系，若产业升级差距指数比较大，则说明该地区产业升级的能力比较差;若指数

比较小，则说明该地区产业升级的能力比较强。地区产业升级能力差距指数 2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TYearProv为地区产业升级能力差距指数，Umax为 Year年所有地区产业升级综合指数的最大值，UYP为 Year年省份 Prov的产

业升级综合指数。 

根据 1997-2017年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差距指数，比较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四大地区可以发现: 

1．东部各地区产业升级差距指数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相比较小，这表明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相比产业升

级能力比较强。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发达，可为东部地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

可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等吸引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形成劳动力集聚，为本地区发

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发达地区因其拥有更优质的就业机会、更好上升空间、优质的基础设施和较为健全的公共服务等，形成虹

吸效应，会对要素形成较大的吸引力，吸引要素形成集聚效应，吸引优质企业集聚，形成产业集聚，又或者形成工业园区;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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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对人才引进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加之本地区存在虹吸效应更易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入，为产业发展过

程中的创新研发环节提供可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人才，基于上述原因，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能力较强。 

2．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差距指数总体处于中间地位，低于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这是因为中部六省地处我国中部腹

地，具有承东启西，南北融通的重要地理位置，同时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基地和劳动力输出基地，在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中部地区作为连接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的交通枢纽，既可以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

有力的保障，又能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好地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这有利于中部地区在各地区要素传递过程中，

承接一部分的资金、技术，进而促进本地区发展，提高本地区产业生产率，改善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另外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

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时，也会获得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人才、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这会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实现

本地区产业升级。东北地区的产业差距指数略低于中部地区，即东北地区产业升级能力强于中部地区，其原因主要为:东北地区

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具有明显的产业和科教资源优势，产业方面有吉林的汽车产业、沈阳机床、辽宁装备制造业等优

势产业，科教资源方面，有 4 所 985院校，11 所 211 院校，可为东北三省提供产业升级的基本要素;自 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发展较好，可为本地区产业升级提供经济保障;另外东三省地处东北亚中心位置，与日本、俄罗斯

等国家比较接近，为其加强区域合作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地理优势;基于上述考虑，东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升级能力，但由于东

北地区受产业结构失衡、创新能力低下、人才流失严重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北地区的产业升级，使其产业升

级能力弱于东部地区。总体来看，由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受技术、人才等因素的限制，使其产业升级能力

弱于东部地区。 

3．西部的产业差距指数相对而言较大，其产业升级能力较差。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不能为地区产业升级提供物质支撑;另外西部地区的技术较为落后，不利于为地区产业升级提供较为先进的技术，加之西部地区

不具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企业、优良的公共服务，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较弱，不利于要素集聚以及产业聚集，也无法为

本地区产业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优质劳动力;虽然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经济总量仍呈现下降态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艰巨，使其产业升级差异系数较大，加之西部地区缺乏

与产业升级相匹配的高质量人才，使产业升级能力较弱。 

为了更加直观地探究研究期内我国产业升级差异指数的动态变化，通过计算 1997-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差异指数

的平均值，来研究其动态变化。 

 

图 4 1997-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差距指数动态变化 

由图 4 可以看出，除 1998 年、2002 年和 2010 年产业升级差距指数有所降低外，我国其他年份的产业升级差距指数均表现

为逐年上升。原因在于:我国不同地区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提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这

使得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后来我国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这均有利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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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的缩小需要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不同地区的发展政策，使

我国产业升级差距指数不断扩大;另外我国在“十一五”以及“十二五”规划期间均提出要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实施科教兴国

和人才强国战略，这有利于我国在这一发展时期内，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从而有

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升级能力，加之地区的非均衡发展，增大了我国地区间产业升级差异指数。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已从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造能力和环境竞争能力四个分类指标测度了 1997-2017 年我国各地区产业

升级的综合指数，并分析了不同年份我国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趋势及其增长率，由前文分析可得在 1997-2017 年间对我国产业

升级贡献最大的两个分类指标分别为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但究竟何种因素会影响我国区域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动态

差异究竟来源于何种因素?这均需要更进一步的计算分析。 

本文将运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三个指标来诊断 1997-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期有针对性的通过研究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因子贡献度(Rj)是衡量每个单项因素对目标层

的具体影响程度，即单个指标相对于总体目标层的具体权重;指标偏离度(Pj)是指单个指标与我国产业升级目标之间的差距，即

单个指标标准化值与 1 之间的差距;障碍度(Qj)是指单个指标和各分类指标对我国产业升级水平的影响值，障碍度可以对我国产

业升级水平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并得出相应的结果。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以及障碍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Rj为因子贡献度;rc为第 c项分类指标的权重;wj为第 c项指标所属的第 j个单个子指标相对于各分类指标的权重。 

 

其中 Pj为指标偏离度，xij为各单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其中 Qj为障碍度，Rj为因子贡献度;Pj为指标偏离度，Bc为各分类指标的障碍度。 

1．地区产业升级动态差异解释: 

单项指标障碍度分析。本文主要选取首年、末年以及产业升级指数变动率最大的年份(1997 年、2011 年和 2017 年)，对我

国 30个省份的产业升级进行单个指标的障碍因素测度，按照其障碍度的大小进行排序，并选取各个省份排名前 4位的单个指标

的障碍度，限于篇幅限制，仅列示 2017年障碍度计算的结果如表 5。 

表 5 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障碍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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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障碍因素 1 障碍因素 2 障碍因素 3 障碍因素 4 

因素 障碍度％ 因素 障碍度％ 因素 障碍度％ 因素 障碍度％ 

北京 C31 39.77 C22 14.86 C41 9.86 C24 9.24 

天津 C31 28.14 C22 15.45 C13 9.19 C21 8.85 

河北 C23 13.80 C11 13.38 C22 12.70 C13 10.51 

山西 C31 17.58 C22 12.55 C23 12.30 C11 12.00 

内蒙古 C31 20.10 C22 13.69 C23 13.20 C11 9.56 

辽宁 C31 16.23 C22 12.30 C23 12.16 C11 11.07 

吉林 C31 19.71 C22 13.37 C23 12.74 C11 10.82 

黑龙江 C31 15.52 C22 11.88 C11 11.35 C23 11.26 

上海 C31 27.60 C41 16.95 C22 13.33 C21 7.09 

江苏 C31 14.69 C13 13.87 C12 12.32 C21 11.73 

浙江 C31 19.00 C13 16.94 C21 9.69 C12 9.43 

安徽 C11 14.32 C31 13.84 C22 12.47 C23 10.77 

福建 C31 18.87 C13 12.22 C22 12.04 C23 9.57 

江西 C31 15.94 C22 13.22 C11 12.79 C23 11.73 

山东 C23 15.11 C12 11.78 C11 11.70 C21 9.74 

河南 C11 13.99 C23 13.86 C22 12.03 C13 11.83 

湖北 C31 14.32 C23 12.17 C22 12.17 C11 11.20 

湖南 C23 13.06 C11 12.54 C22 12.04 C31 11.67 

广东 C13 19.63 C41 12.31 C11 11.34 C12 10.93 

广西 C31 14.97 C22 13.52 C11 13.24 C23 12.00 

海南 C31 22.45 C22 13.68 C23 12.54 C11 11.27 

重庆 C31 19.67 C22 12.99 C23 10.98 C13 10.62 

四川 C11 14.25 C22 12.49 C23 12.36 C13 10.47 

贵州 C31 17.33 C22 13.41 C11 12.94 C23 12.03 

云南 C31 15.07 C11 13.72 C22 13.20 C23 12.84 

陕西 C31 18.68 C22 12.97 C11 11.35 C23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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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C31 19.10 C11 14.12 C22 13.37 C23 11.95 

青海 C31 22.48 C22 13.35 C23 12.14 C11 11.54 

宁夏 C31 23.21 C22 13.79 C23 11.51 C11 11.08 

新疆 C31 19.38 C22 13.52 C23 12.42 C11 11.80 

 

注:表中各指标的具体含义见表 1。 

通过研究 2017 年我国 30 个省份产业升级的障碍因素，可以看出，以 2017 年为例，我国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13 指

标，对我国 30 个省份产业升级影响排名前 4 位的指标较为相近。通过统计有代表性的三年中各省份各因素的出现次数(表 6、7

和 8)来进一步分析影响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这将更有利于针对障碍因素诊断结果，研究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动态差异的原

因，并通过制定较为合适的产业发展政策，促进各省份产业升级。 

表 6 199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排名前 4位的障碍因素统计 

指标 C11 C12 C13 C31 C22 C23 

个数 30 30 30 22 4 4 

 

表 7 2011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排名前 4位的障碍因素统计 

指标 C11 C23 C31 C22 C13 C12 C41 

个数 24 23 22 20 17 13 1 

 

表 8 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排名前 4位的障碍因素统计 

指标 C22 C31 C23 C11 C13 C21 C12 C41 C24 

个数 26 25 24 23 9 5 4 3 1 

 

根据 1997年、2011年和 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的障碍因素统计，并结合表 2各指标权重的相对重要程度，可大体

推断影响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的障碍因素主要有 2个，即人均固定资产和就业规模。下文主要就人均固定资产和就业规模来

详细阐释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存在动态差异性的原因。 

(1)人均固定资产。产业升级其本质就是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包括微观层面企业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中观层面产业中产品平

均附加值的提高以及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无论何种层面的产业升级，都离不开要素的投入，根据前文各分类指标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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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以看出，在影响我国省份产业升级的各因素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分类指标是投入产出能力，而产业升级的基础离不开要

素的投入，劳动力与资本作为产业生产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投入要素，人均固定资产投入可衡量产业生产中资本的投入率。上文

以代表性年份为例，对我国 30个省份产业升级障碍因素的诊断，可以看出人均固定资产是影响我国产业升级的一个较为重要的

因素，因此，将我国 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通过研究人均固定资产可更为具体阐释 1997-2017年

我国分地区产业升级存在差异性的原因。如图 5。 

 

图 5 1997-2017我国分地区人均固定资产动态变化 

由图 5可以看出，1997-2017年我国分地区人均固定资产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使我国地区产业升级能力不同。从产业生产

的要素需求来看，产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的两个基本要素即为劳动力和资本，资本主要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的投资流向不同，会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发展的推动速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对东部地区而言，2008年以前我国东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额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使我国东部地区经济优先发展，

并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提供发展基础，有利于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的引进，同时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具有优质的企业资源，易通过虹吸效应，吸引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本等的流入形成产业集聚，进而改善地区产业结构，促进

产业升级。2008 年以前东部地区的人均固定资产投入较高，使其产业升级能力高于其他地区;2008 年以后东部地区人均固定资

产虽不如东北地区高，但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加之地区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等，形成人口集聚，

使地区人均固定资产低于东北地区，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固定资产高于东北地区，使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水平高于东北地区。 

就东北地区而言，2008 年以后虽然东北地区人均固定资产量超过东部地区，但由于东北地区受技术、劳动力流失等方面的

限制，加之本地区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使东北地区产业升级能力不能因人均固定资产的增多而进一步增强。从固定资产的性质

来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并非投资以后即时使用，具有一定的建设周期，会对产业生产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正因为考虑到固

定资产的性质，东北地区 2008-2013 年人均固定资产超过东部地区，这就使得 2012 年和 2013 年东北地区的产业升级指数的增

长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14-2015 年东北地区的产业升级水平下降，其原因在于东北地区 2013 年以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减

少导致其对产业转型升级投入不足;另一面可能由于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导致其对不同产业的固定资产配置可能存在一

定的偏差，即对东北地区产业升级产生人为约束，不利于地区产业升级。 

通过比较 1997-2017 年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可以看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固定资产上升趋势基本一致，

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其原因在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差距不大，但由于西部地区

地广人稀，使西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较高，但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少于中部地区，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产业发展，使中

部地区产业升级水平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与中部地区相比不具有地理优势，中部地区位于中原地带，既

可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获得先进的技术、资本等，也会因中西部地区空间上的接近性，对西部地区优质劳动力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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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吸引力，为中部地区产业升级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另外西部地区技术、人力资本等与中部地区相比较为落后，导致西部地

区产业升级水平低于中部地区。 

基于上述考虑，并结合障碍度诊断结果，可以得出人均固定资产是影响地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1997-2017年各地区

人均固定资产差异性的存在，使地区产业升级水平不同;2008年以前，东部地区由于人均固定资产投入高于其他地区，使东部地

区优先发展，其产业升级水平高于其他地区;2008年以后，由于东北地区人均固定资产高于其他地区，其产业升级水平增长率高

于其他地区;中西部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不大，由于西部地区受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制约，使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水

平处于末等位置。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影响不同地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地区可通过研究本地产业升级的影响因

素，制定适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的固定资产优化投资政策，同时提高固定资产的利用率，以促进本地区产业升级。 

(2)就业规模。就业规模是衡量地区劳动力供给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产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是除固定资产投资以

外的另一重要的要素投入，劳动力投入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产业升级过程中生产率的改善、技术进步等都离不开劳动力，尤其

是高素质劳动力。根据障碍度诊断结果，就业规模是影响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差异性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下文将通过分析

1997-2017年我国就业规模的动态变化(如图 6)，探讨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差异性原因。 

根据前文障碍度诊断可以看出，就业规模对我国各地区产业升级水平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根据图 6 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规模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就东部地区而言，1997-2017年东部地区就业规模小于中部地区，就业规模成为制约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

与东部地区的优先发展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促使东部地区将一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重点发展以创新驱动的中高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同时，通

过产业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 

“招工难”和“就业难”是我国目前面对的主要就业问题，东部地区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产业升级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

劳动力的质量而非劳动力数量，加之东部发达地区凭借其虹吸效应，对周围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和优质产业等形成吸引力，更易

提高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能力，进而提高地区产业升级水平。 

 

图 6 1997-2017年我国分地区就业规模动态比变化 

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调整速度等均高于中西部地区[29]，东部地区由于拥有高素质人才、高劳动生产

率等使其产业升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就业规模高于东部地区，但由于东部地区具有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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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虽具有较高的就业规模，但产业升级水平低于东部地区。 

对中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改变了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即低学历人员需求不断增加，且对中低学历

人员的需求大于供给[30]，这就使中部地区就业规模虽大于东部地区，但由于缺乏高学历、高技能劳动力，制约了中部地区产业

升级能力。中部地区由于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基础，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

数会随着产业转移，增加对低学历人员的需求，使中部地区就业规模不断增加，正如王春兰等(2014)指出近年来中西部劳务输

出大省开始出现人口回流[31]。基于上述原因的考虑，中部地区就业规模不断上升，但由于受地区劳动力质量限制，使就业规模

对地区产业升级能力的提升效果不明显。 

因此，中部地区可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更加注重就业质量，借助东部产业转移，通过制定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

高素质人才在本地就业，为地区产业升级提供与之相匹配的高素质劳动力;另外，中部地区也可通过改善本地区产业结构和地区

产业发展环境，吸引企业投资建厂，同时借助优质的就业政策形成对东部地区失业人口的吸纳力，为其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技

能工人，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对东北和西部地区而言，其就业规模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这就使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水平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其原因在于，劳动力是产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生产要素，东北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失，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比较严重，

制约了我国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失衡，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利于为地区产业升级提供充足且与之相匹

配的劳动力;对西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不仅缺乏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缺乏优质产业，且受本地区技术、科研资源等的限制，

缺乏与产业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不利于地区产业升级。 

基于上述考虑，东部地区虽然就业规模低于中部地区，但由于发达地区虹吸效应的存在，更易吸引高质量劳动力，加之东

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可为产业升级提供与之相匹配的高技能劳动力;中部地区由于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改善

了本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使其对中低学历人员需求上升，不利于本地区产业升级;对东北和西部地区而言，劳动力流失严重，

不能为地区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其产业升级水平较低。 

2．地区产业升级动态差异解释: 

分类指标障碍度分析。为了更进一步探讨影响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动态差异的因素究竟集中在哪几方面?在上述单项指标障碍

计算的基础上，计算我国产业升级的分类指标障碍度，以期根据各分类指标，阐释各地区产业升级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与前文一样，主要选取首年、末年以及产业升级指数变动率最大的年份(1997年、2011年和 2017年)，对我国 30个省份的

产业升级进行分类指标的障碍因素测度，按照其障碍度的大小进行排序。首先分析主要年份我国产业升级各分类指标的障碍因

素，如表 9。 

由表 9大体可以推断，1997-2011年间影响我国产业升级水平提升的因素主要集中在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其次是

就业创造能力，排名最后的为环境竞争能力。排名首位的为投入产出能力，这表明 1997年以后我国要实现产业升级水平的提高，

应提高我国的投入产出能力，合理地规划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工业，以实现工业企业由量变到质变方面的发展，这也与我国当

年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相符，即在此时期我国地区产业升级产生差异的原因更多的来源于投入产出能力。 

创新产出能力的障碍度排名第 2 位，即地区创新产出能力的不同是影响我国地区产业升级的另一重要因素。我国在提高地

区投入产出能力的同时，不能忽略地区创新产出能力，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地区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创新能力更多的

会改善生产率，实现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地区产业升级能力。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创新产出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

创新能力明显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就使我国不同地区产业升级水平不同。另外，不同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和环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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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能力也是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但相较于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较小。 

据表 9可以看出 2017年我国产业升级各分类指标的障碍度发生变化，与 2011年对比可以看出，截止 2017年，在影响我国

产业升级的各分类指标中，创新产出能力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超过投入产出能力，成为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中排名第 1 位的

因素。根据障碍度诊断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要提高地区产业升级能力，需借助创新产出能力，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替代

之前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而提高地区产业升级水平。 

投入产出能力由第 1 位变为第 2 位，这表明影响我国地区产业升级水平的因素中，投入产出能力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其

影响度的大小在我国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发生改变，创新产出能力的障碍度为 36.8%，投入产出能力的障碍度为 33.34%，但

总体来看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的障碍度差距不大。 

通过对上文主要年份我国产业升级各分类指标障碍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是影响我国产业升级

水平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地区产业升级存在差异的原因更多来源于不同地区的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差异。 

表 9主要年份我国产业升级各分类指标的障碍度 

年份 地区 投入产出能力（％） 创新产出能力（％） 就业创造能力（％） 环境竞争能力（％） 

1997 

全国 45.05 31.96 19.48 3.51 

东部 45.24 32.38 19.67 2.71 

东北 44.35 31.13 20.18 4.34 

中部 45.71 32.63 16.9 4.76 

西部 44.71 31.45 20.52 3.33 

2011 

全国 38.52 35.07 21.12 5.29 

东部 38.16 33.45 21.03 7.36 

东北 36.2 34.96 23.86 4.98 

中部 41.11 36.48 17.29 5.14 

西部 38.07 35.82 22.55 3.57 

2017 

全国 33.34 36.80 25.59 4.26 

东部 30.93 33.81 27.48 7.79 

东北 33.36 37.2 25.49 3.96 

中部 37.53 38.33 21.19 2.96 

西部 33.26 38.58 26.31 1.85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1997-2017年我国 30个省份面板数据，首先，根据产业升级定义，主要从投入产出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就业创

造能力和环境竞争能力四个方面建立测度我国地区产业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熵值法测度了 1997-2017 年我国 30 个省

份的产业升级指数，并基于产业升级指数的测度结果探究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动态变化;最后运用障碍度模型，通过测度单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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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度和各分类指标的障碍度，得出影响我国产业升级地区差异的单项指标和排名前两位的分类指标。本文通过对上述计算

结果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根据产业升级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测度可以看出，权重最大的为投入产出能力，其次为创新产出能力，另外两个分类指

标的权重大小依次为就业创造能力和环境竞争能力。 

(2)根据产业升级指数测度结果可以看出，1997-2017 年我国产业升级基本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产业升级综合指数的变

动速度较为缓慢。 

(3)对分地区产业升级水平研究发现，我国产业升级水平自东向西，呈现阶梯型分布态势，其中，东部最高，中部和东北部

次之，西部最低;从省域层面看，1997-2017年间我国 30个省份中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 4个省(市)份的产业升级水平最高。 

(4)由产业升级差距指数测度结果可得，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差距指数最低，即东部产业升级能力最强，东北和中部地区

产业升级差距指数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差距指数最大，其产业升级能力最弱;总体来看，1997-2017 年我国产业升级差

距指数除 1998年、2002年和 2010年产业升级差距指数有所降低外，其他年份的产业升级差距指数均表现为逐年上升。 

(5)根据单项指标障碍度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1997-2017年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存在差异性的原因主要是人均固定资产和就

业规模的不同;由各分类指标障碍度分析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是我国各省份产业升级存在动态差异的主要原

因。 

基于上述结论，可得到如下启示:一是提高投入产出和创新产出能力。根据产业升级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为实现我国地区产

业升级，各地区应更加注重提高本地区产业的投入产出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可在适当放松信贷管制的

基础上，给予产业投资优惠政策和创新研发补贴，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可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评估系统，使产业补贴与产业

创新发展相匹配。二是均衡地区产业升级水平。各级地方政府可根据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产业发展政策，通过

人才引进政策扶持地区科教文卫等公共部门的发展，为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政策支持;对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而言，应不

断优化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基础条件，同时加强地区间的互联互通;对东部地区而言，可通过

建立空间联系，并配合产业政策，打破区间壁垒，增强区域联动性，通过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其他地区联合发展，优势互补，

进而实现整体区域产业升级，缩小地区间产业升级水平差异。三是以高质量对外开放推进产业升级。立足我国实际国情，优化

产业布局，通过提高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引导企业参与国际化分工体系，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可在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

力的基础上，同时增强其创新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以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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